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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目的]在全球公共健康危机的背景下，本文基于健康信念模型，引入网络疑病症作为中介变量，

探讨信息过载对我国公众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并针对如何提升公众新冠疫苗接种意愿提出相应的健

康传播策略。[研究方法]本研究共收集到 461 份有效问卷，使用 Smart PLS 3.3，应用偏最小二乘法对模

型中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结果显示，信息过载对感知易感性（𝛽 = 0.358，𝑃 < .001）、感知严

重性（𝛽 = 0.307，𝑃 < .001）和感知障碍（𝛽 = 0.374，𝑃 < .001）产生直接、显著影响。此外，信息过载

对网络疑病症（𝛽 = 0.249，𝑃 < .000）和新冠疫苗接种意愿（𝛽 = 0.047，𝑃 < .01）产生间接影响。在信息

过载与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显著关系中，三个起到中介效应的健康信念因素包括：感知易感性（𝛽 =

0.021，𝑃 < .01）、感知严重性（𝛽 = 0.012，𝑃 < .05）和感知障碍（𝛽 = 0.014，𝑃 < .05）。感知利益既不受

信息过载的影响，也不会对网络疑病症产生影响。自我效能虽然不受信息过载的影响，但会抑制网络疑病

症的发生（𝛽 = −0.154，𝑃 < .05）。[结论] 研究发现，在我国的语境下，公众社会责任感和信任感的建立，

可以减弱信息疫情带来的消极影响。未来的健康传播不仅要考虑信息的准确性、还需引导公众正确理解新

冠病毒、并向公众明确疫苗的安全性和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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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Based on Health Belief Model, the current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on Covid-19 vaccination acceptance through health beliefs and cyberchondria. [Methods] The present 

research employed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test the proposed hypotheses. [Result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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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es that information overload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erceived susceptibility (𝛽 = 0.358，𝑃 < .001) 

and perceived severity (𝛽 = 0.307, 𝑃 < .001) and perceived barriers (𝛽 = 0.374，𝑃 < .001). Also, information 

overload has indirect effect on cyberchondria （𝛽 = 0.249，𝑃 < .001）and Covid-19 vaccination intentions （𝛽 =

0.047，𝑃 < .01）. [Conclusion] The current paper highlighted the key roles of public trust on alleviat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infodemic in Chinese context. It provided noteworthy suggestions that practitioners have to put 

more emphasis on delivering accurate information as well as addressing public concerns about vaccine safety and 

availability.  

 

Keywords: Information overload; Cyberchondria; Covid-19 vaccination intentions; Health perceptions;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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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过载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网络疑病症的中介作用 

前言 

自 2020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控制了病毒

的蔓延。然而，新冠肺炎病毒以其传播速度快、感染性强、变种多样等特点，正持续干扰民

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1]。由于尚未研制出治疗新冠病毒的有效药物，接种疫苗已经

成为预防和控制新冠疫情最有效且成本最低的方法之一。在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下，目前我

国新冠疫苗研究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中由国药集团和中国科兴生物研制的新冠病毒灭

活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已得到国际认可 [2-3]。鉴于新冠肺炎是一种疫苗可预防疾病

（Vaccine-preventable diseases），提高公民疫苗接种意愿已经成为遏制新冠病毒流行中至关

重要的一环[4]。对此我国学者指出，只有当新冠疫苗的接种率超过 70%时，才能形成群体免

疫，从而有效的阻隔新冠肺炎的蔓延[5]。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2022 年

2 月，中国已接种疫苗剂数达到 31.2 亿，完整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达到 12.3 亿，占总人口

的 87.4%, 自此我国的群体免疫屏障正在逐步建立 [6]。当下，我国新冠疫情时有反复，鉴于

新冠肺炎疫苗的重要性，如何降低疫苗犹豫率、提高疫苗接种意愿已经成为抗击新冠疫情战

场上最大的挑战之一。 

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的逐年提高，网络已经成为公众获取和搜寻健康信息的

主要渠道[7]。在新冠肺炎爆发期间，移动互联网为用户提拱了丰富的信息源、高效的搜索引

擎、形式多样的信息类型和交互性极强的社交环境，不仅降低了健康信息获取的成本，还打

破了信息传播的时间、空间壁垒，成为了控制新冠肺炎流行和普及新冠疫苗知识过程中，最

有力的工具之一[8]。与此同时，网络上爆炸式增长的信息量、良莠不齐的信息质量、快速传

播的谣言直接导致了信息疫情的爆发，间接给新冠疫情的控制造成了困难[9-10]。换而言之，

在全球健康危机的背景下，网络疑病症、信息过载等现象日益严重，导致公众过度敏感、甚

至做出错误的健康判断 [11]。例如，当海量信息涌来，网民们应接不暇、手足无措，甚至难

以辨别真假，所造成的消极情绪直接导致其反复搜索相关信息，对是否接种疫苗心存疑虑，

甚至质疑新冠肺炎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疫苗普及工作的推进[12]。 

在现有的研究中，我国针对信息过载与健康行为意向相关关系的研究较少，特别是缺少

针对信息过载、健康态度、网络疑病症和新冠疫苗接种意愿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此背景下，

此量化研究旨在：1）讨论信息过载对我国公民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2）基于健康信念

模型，研究健康信念因素在信息过载和新冠疫苗接种意愿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3）引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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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疑病症这一中介变量，探讨信息过载是否通过影响公众健康信念从而导致网络疑病症，并

研究网络疑病症与最终新冠疫苗接种意愿之间的关系。 

 

1 文献综述 

1.1 信息过载和网络疑病症 

研究指出，新冠肺炎的爆发不仅带来了公共健康危机，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信息危机，

又可称为信息疫情（Infodemic）[13]。在泛在网络时代，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和

网络疑病症（Cyberchondria）是公众通过网络获取健康信息过程中常见的不良反应[14]。其中，

信息过载是公众在面临冗杂庞大的信息时，对自己的处理和辨别能力感到力不从心或产生

怀疑，从而无法正确理解和整合信息，甚至做出错误决策[15]。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相关

信息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层出不穷的信息远远超出了公众的信息需求，同时还会造成压抑、

反感和紧张等情绪[16]。而网络疑病症是指：数量巨大、内容极度丰富、信息源冗杂的网络信

息导致用户对自身的健康状况过度关注、甚至非理性地怀疑自己是某种疾病的高风险人群，

从而使其重复在线搜索健康信息 [17]。换句话说，在用户使用网络获取健康信息的过程中，

由于无法负荷巨大的信息量、或无法辨别信息的真伪，便会强迫自己重复搜索相关信息以缓

解不确定性和焦虑[18]。有研究表明，网络疑病症不仅会导致个体恐慌，还会造成公共医疗资

源的浪费和医患冲突[19]。毫无疑问，在新冠肺炎爆发期间，信息过载和网络疑病症的危害性

不亚于新冠病毒本身。在个体层面，他们给公众带来了巨大的认知负担，影响了公众的健康

决策；在群体层面，它们削弱了健康信息的传播效能、给国家的医疗财政造成负担[20-21]。 

1.2 健康信念模型 

自 1974 年以来，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HBM）被广泛应用于预测或干预

公众的长期和短期健康行为，其基本理论为：通过影响公众的健康信念，促使其采取健康的

行为方式[22]。在健康信念模型中，影响行为改变的五个健康信念因素包括：感知易感性

（Perceived susceptibility）,即个体对自己患有某种疾病的可能性的主观预估；感知严重性

（Perceived severity），即个体对自己患病后面临的健康风险和危害程度的主观评估；感知利

益（Perceived benefits），即个体对自己采取某种健康行为后所能获取的好处的主观判断；感

知障碍（Perceived barriers），即个体对自己采取某种健康决策中可能付出的代价或遇到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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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评估；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即个体对自己能够接纳和实施某项健康决策的相关能

力的判断[23]。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许多专家学者借助健康信念模型，评估外界因素对个体

健康行为的影响、预测和改善公众的不良健康信念、指导新冠预防行为相关的健康教育工作，

并提高新冠疫苗的接受度[24]。例如，Wong [25]等研究者明确指出健康信念模型在我国语境下

的适用性，并提出感知严重性、感知利益和感知障碍为影响疫苗接种意愿的三个重要前提条

件。相似地，有研究指出，降低公众的感知障碍和提高公众的自我效能可以有效提高我国公

民新冠疫苗接种意愿[26]。此外，在 Jose[27]等学者的研究中，结论表明健康信念模型中涉及的

五个信念因素均与公众的新冠预防行为有密切联系。 

 

2 理论框架与假设 

本研究的测量模型如下图 1 所示。其中信息过载是指：由于新冠信息的数量远超个体实

际需求和处理能力，不仅未能给公众提供帮助，还会造成巨大的压力[28]。感知易感性和感知

严重性即个体对自己换新冠肺炎的风险性和危害性的认知与评估，感知收益即个体对自己

接种新冠疫苗后所能获取的好处的评估，包括是否能有效预防新冠病毒等，而感知障碍则指

个体对新冠疫苗接种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的评估，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接

种新冠疫苗的评判[23,27,29]。 

相关文献指出，信息过载会对公众的因应评估（Coping appraisal）产生影响，包括感知

利益、感知障碍和自我效能[30]。进一步而言，适量的信息可以帮助公众对所处环境做出正确

的判断，反之，过量的信息会使公众产生厌烦情绪和抵触心理[31]。首先，当公众不知该如何

辨别真伪和应用信息时，便会产生低落和紧张情绪，以致于对疾病的严重性和易感性异常敏

感[32]。其次，这种不确定性也会导致公众对自我能力和是否能获得益处产生质疑[33]。相似

地，信息过载引发的消极情绪会使用户过度关注自己可能面临的困难和付出的成本[34]。换言

之，只有当公众感到自己可以系统、正确的处理所获取到的信息时，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和

相应的行为改变，反之则会对积极之处视而不见、对消极之处格外重视[35-36]。据此，相关假

设如下： 

H1a: 信息过载与感知易感性成正相关 

H1b: 信息过载于感知严重性成正相关 

H1c: 信息过载与感知利益成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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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d: 信息过载与感知障碍成正相关 

H1e: 信息过载与自我效能成负相关 

大量研究证实，新冠肺炎的未知性和威胁性强迫公众在短时间内接受和处理海量的信

息。为缓解过量信息带来的压力，公众使用网络搜寻健康信息的频率明显增高, 甚至导致了

网络疑病症的发生[37-38]。有学者指出，网络疑病症的发生不仅是因为用户无法消化处理数量

巨大的信息，还是由于用户无法辨别信息源是否可信[39]。与此同时，相关文献指出，健康威

胁感知和风险感知与网络疑病症密切相关，包括到感知严重性和感知易感性[40-41]。进一步说，

当公众感到脆弱、危险时或者意识到可能面临某种困难时，会倾向于反复搜索相关信息，以

期证实信息的可信性并提高自己对当下情况的掌控感[42]。与之相反，当公众对自己的能力感

到有信心，便不会过于焦虑，也不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寻找相关信息[43-44]。据此，本研究假设

信息过载会通过影响五个健康信念因素，从而导致网络疑病症的发生： 

H2a: 感知严重性与网络疑病症成正相关 

H2b: 感知易感性与网络疑病症成正相关 

H2c: 感知利益与网络疑病症成负相关 

H2d: 感知障碍与网络疑病症成正相关 

H2e: 自我效能与网络疑病症成负相关 

有研究指出，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期间，公众接触到的信息数量、信息质量和信息源对

其健康态度和健康行为都会产生决定性影响[45-46]。尽管目前，对于网络疑病症和疫苗接种意

愿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争论，但许多文献证实了网络疑病症会促使公众更主动地采取相应

的健康行为[47]。据此，本文假设如下： 

H3: 网络疑病症与新冠疫苗接种意愿成正相关。 

 

图 1 模型与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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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问卷收集与量表设计 

在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2 日期间，本研究通过见数（Credamo）平台发放自我报告式调

查问卷（Self-reported questionnaire），同时将问卷链接分享至微博、微信朋友圈等平台，采

取滚雪球抽样的方式（Snowball sampling）扩大样本量。如上文所述，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新

冠疫苗接种行为意向，自变量为信息过载，中介变量为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健康信念和网络疑

病症。问卷中相关问题设置均参考以往的研究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对具体回答的数据收集采用 Likert 五级量表（1=不符合/不同意；5=完全符合/完全同意）。 

根据 Whenlan 等人的研究[48]，针对信息过载设置了三个问题；参考 Levkovich 等人[49]

和 Freita 等人的研究[50]，本研究分别对感知易感性和感知严重性设置了四个问题；参考

Ashworth 等人[51]，Benham 等人[52]和 Chu 和 Liu 的研究[53]，针对感知收益、感知障碍和自

我效能分别设置了三个问题；参考 Jokic-Begic 等人的研究[54]和 Han 等人的研究[40]，本文参

考中文版简式网络疑病量表[55]，从四个维度测量网络疫情疑病症，包括强迫、过度、担忧和

恐惧；参考杜智涛等人的研究[56]，针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设置了四个问题。具体问题详见下

文表 2。 

 

3.2 数据分析 

在以往的探索性研究中，首先，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 常用于检验复杂模型中多变量的因果关系[57]。其次，该分析方

法既可检验反映性模型（Reflective model）也可检验形成型模型（Formative model）。此外， 

相关文献指出，基于经验法则，当采取偏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检验时，最小样本量应不低

于测量模型中路径数量的 10 倍，且当对潜在变量的测量题目仅为一项时，该分析方法也可

对相关路径进行测量[58-60]。综上所述，因本研究中所涉及到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均为反映型指

标，且涉及中介效应等复杂关系，故使用 SMART PLS3.3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在采用

PLS-SEM 方法对提出的模型和假设进行验证的过程中，首先通过 PLS Algorithm 检验模型

的有效性并测量路径系数，然后通过运行 Bootstrapping (重复抽样数 5000) 检验路径系数的

显著性。 

4 结果 



Journal of Medicine, Humanity and Media ISSN 2817-5166 

 8 

4.1描述性统计 

剔除不可靠问卷后，本研究共回收到有效问卷 461 份，占总样本的 90.2%。且如上所述，

本文待检模型共包含 11 条路径，即最小样本量应高于 110 份，有效问卷数量已达到偏最小

二乘法结构模型所要求的最低样本量。具体样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统计信息 （n=461） 

变量  频次/（百分比） 

性别 男 256 （55.5%） 

 女 205（44.5%） 

年龄 18-25 185 （40.1%） 

 26-35 229（49.7%） 

 35-44 32 （6.9%） 

 45-50 12 （2.6%） 

 50 以上 3 （0.7%） 

学历 初中及以下 16 （3.5%） 

 高中/专科 130 （28.2%） 

 大学本科及以上 315 （68.3%） 

信息来源 社交媒体或网络 381（82.6%） 

 传统媒体 80（17.4%） 

 

4.2 测量模型分析 

一般认为，对反映型变量构成的模型的有效性分析包括信度分析和效度检验。文献指出，

当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外部载荷（Outer loading）和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值高于 0.7 时，量表内部的一致性信度较高[58]。其次，对模型的效度检验包括区别

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和收敛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61]。其中当平方差提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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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高于 0.5 说明收敛效度良好[62]。对于区分效度的检验则

依据 Fornell-Larcker 的标准，即 AVE 平方根值需大于该变量和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63]。

此外，VIF 值小于 5 可以表明各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不明显[64]。在剔除不满足标准的测量

题目后，表 2 和表 3 中的数据显示，各潜变量的外部载荷在 0.766 到 0.977 之间，克隆巴赫

系数在 0.745 到 0.884 之间，CR 值在 0.853 到 0.928 之间，AVE 值在 0.618 到 0.862 之间，

VIF 最高值为 2.700，AVE 平方根大于各潜变量相关系数，表明该模型的信度和效度良好。 

表 2 变量的测量题目、因子载荷、Cronbach’s Alpha、CR、AVE 和 VIF 

潜在变量、测量题目 因子载荷 VIF 

网络疑病症 (Cronbach’s Alpha:0.794; CR:0.866; AVE:0.618) 

CY01 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网上搜索新冠肺炎相关的信息 0.771 1.882 

CY02 当网络上出现对新冠病症不同的说法时，我倾向于相信更

严重的那一种 

0.766 1.557 

CYO3 阅读完网上与新冠肺炎相关的信息后，我感到担忧和恐惧 0.804 1.632 

CY04 一旦我开始阅读或搜寻新冠肺炎信息，我就停不下来了 0.803 1.994 

信息过载 (Cronbach’s Alpha:0.847; CR:0.907 ; AVE:0.765 ) 

IN01 大量关于新冠肺炎的信息充斥着网络，让我应接不暇，无

法充分思考 

0.893 2.262 

IN02 我从各个渠道被动地接收到各种各样关于新冠肺炎的信

息，让我费解 

0.882 2.305 

IN03 新冠肺炎爆发以来，我收到了各种形式的信息，内容冗杂

且数量巨大 

0.849 1.783 

感知易感性 (Cronbach’s Alpha:0.786; CR:0.864; AVE:0.680 ) 

PSU01 当下，我仍然有可能偶遇或密切接触到新冠肺炎患者 0.789 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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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U02 我国新冠疫情防控任重道远，不能松懈 - - 

PSU03 我和家人仍然有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 0.788 1.897 

PSU04 我担心自己感染新冠肺炎 0.892 1.432 

感知严重性 (Cronbach’s Alpha:0.745; CR:0.853; AVE:0.658 ) 

PSE01 新冠肺炎是很严重的传染病，会危及生命 0.817 1.773 

PSE02 新冠肺炎的传染率和死亡率都非常高 0.815 1.606 

PSE03 新冠肺炎不仅有很多并发症，治愈后还会留下后遗症 - - 

PSE04 患新冠肺炎会给我的家人朋友带来很大的麻烦 0.803 1.332 

感知收益 (Cronbach’s Alpha:0.755; CR: 0.888; AVE:0.799 ) 

PBE01 接种新冠疫苗可以更好地保护我自己 0.931 1.582 

PBE02 新冠疫苗的普及可以有效的控制疫情的发展 0.855 1.582 

PBE03 注射疫苗不仅可以降低自身感染风险，还可以保护家人朋

友 

- - 

感知障碍 (Cronbach’s Alpha:0.884; CR:0.928; AVE:0.811 ) 

PBA01 我担心新冠疫苗的副作用 0.896 2.264 

PBA02 对我而言，新冠疫苗的研制尚不成熟 0.902 2.649 

PBA03 我认为对新冠疫苗的质量监管还不过关 0.904 2.700 

自我效能 (Cronbach’s Alpha:0.780; CR:0.881; AVE:0.789 ) 

SE01 通过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对我来说是简单的方式 - - 

SE02 接种新冠肺炎疫苗没什么难的，我不害怕 0.977 1.693 

SE03 通过接种疫苗预防新冠，对我来说是很方便的 0.790 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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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接种意愿 (Cronbach’s Alpha:0.850; CR:0.926; AVE:0.862 ) 

VI01 未来我会积极响应国家的疫苗接种计划 - - 

VI02 接下来，我（仍然）有接种新冠疫苗的计划 0.964 2.204 

VI03 我已经自愿接种了三剂新冠疫苗 0.891 2.204 

VI04 我会继续接种新冠疫苗 - - 

 

表 3 AVE 平方根与潜变量相关系数 

 IN PBA PBE PSE PSU SE CY VI 

IN 0.875        

PBA 0.374 0.901       

PBE 0.022 -0.261 0.894      

PSE 0.370 0.051 0.404 0.811     

PSU 0.358 0.220 0.191 0.377 0.825    

SE -0.038 -0.282 0.576 0.269 0.191 0.888   

CY 0.584 0.302 0.039 0.299 0.402 -0,073 0.786  

VI 0.160 -0.187 0.468 0.227 0.148 0.506 0.190 0.928 

 

4.3 假设检验 

表 4 结果表明，信息过载与感知易感性（𝛽 = 0.358，𝑃 < .001）、感知严重性（𝛽 =

0.307，𝑃 < .001）和感知障碍（𝛽 = 0.374，𝑃 < .001）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即 H1a、

H1b 和 H1e 假设成立。同时，感知易感性（𝛽 = 0.307，𝑃 < .001）、感知严重性（𝛽 =

0.200，𝑃 < .001）和感知障碍（𝛽 = 0.191，𝑃 < .001）也会导致网络疑病症的发生。即 H2a、

H2b 和 H2e 假设成立。但是研究结果显示，感知收益既不受信息过载的影响，也不会导致

网络疑病症的发生。自我效能虽然不受信息过载的影响，但会抑制网络疑病症的发生（𝛽 =

−0.154，𝑃 < .05）。此外，网络疑病症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𝛽 = 0.190，𝑃 <

.001）。即 H3 假设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效应量（Effect size），相关文献指出，当 f2 值

高于 0.35 时表明效应较强，0.02 至 0.15 之间为中等效应，高于 0.02 则效应较弱[59]。 

表 5 结果显示，信息超载通过影响感知易感性（𝛽 = 0.110，𝑃 < .001）、感知严重性（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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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𝑃 < .01）和感知障碍（𝛽 = 0.071，𝑃 < .01）对网络疑病症形成间接、促进作用（𝛽 =

0.249，𝑃 < .000）。研究发现，感知易感性（𝛽 = 0.058，𝑃 < .01）、感知严重性（𝛽 =

0.038，𝑃 < .01）和感知障碍（𝛽 = 0.036，𝑃 < .05）通过影响网络疑病症，和新冠疫苗接种

意愿形成显著正向关系，而自我效能通过影响网络疑病症与新冠疫苗接种意愿形成显著负

向关系（𝛽 = −0.029，𝑃 < .049）。关于信息超载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产生的间接、显著正

向影响（𝛽 = 0.047，𝑃 < .01），结果表明感知易感性（𝛽 = 0.021，𝑃 < .01）、感知严重性

（𝛽 = 0.012，𝑃 < .05）和感知障碍（𝛽 = 0.014，𝑃 < .05）是此路径中的三个显著中介因子。 

 

表 4 模型路径系数 

假设 𝜷 T-value P f2 

H1a 0.358 7.465 .000 0.147 

H1b 0.307 6.981 .000 0.104 

H1c 0.022 0.408 .683 0.000 

H1d 0.374 8.417 .000 0.163 

H1e -0.038 0.700 .484 0.001 

H2a 0.307 6.846 .000 0.100 

H2b 0.200 3.967 .000 0.039 

H2c 0.038 0.664 .507 0.001 

H2d 0.191 3.811 .000 0.040 

H2e -0.154 2.191 .029 0.020 

H3 0.190 3.938 .000 0.038 

 

 

表 5 间接效应路径系数 

 𝜷 T-value P 

信息过载与网络疑病症 0.249 7.701 .000 

1) IN—PSU—CY 0.110 4.530 .000 

2) IN—PSE—CY 0.061 2.892 .004 

3) IN—PBE—CY 0.001 0.239 .811 

4) IN—PBA—CY 0.071 3.040 .002 

5) IN—SE—CY 0.006 0.691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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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念与新冠疫苗接种意愿    

1) PSU—CY—VI 0.058 3.469 .001 

2) PSE—CY—VI 0.038 2.738 .006 

3) PBE—CY—VI 0.007 0.628 .530 

4) PBA—CY—VI 0.036 2.530 .011 

5) SE—CY—VI -0.029 1.967 .049 

信息过载与新冠疫苗接种意愿 0.047 3.405 .001 

1) IN—PSU—CY—VI 0.021 2.920 .004 

2) IN—PSE—CY—VI 0.012 2.246 .025 

3) IN—PBE—CY—VI 0.000 0.217 .829 

4) IN—PBA—CY—VI 0.014 2.195 .028 

5) IN—SE—CY—VI 0.001 0.691 .490 

 

5 讨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验证了信息过载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基于健康信念模型引入

五个健康信念因素，并同时加入网络疑病症作为中介变量，以期更全面的讨论变量间存在的

直接或间接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信息过载不仅会促进公众对新冠病毒易感性和严重性的认

知，还会使公众的感知障碍增强，这与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相同[28][65]。如上所述，一方面，

当获得的信息数量远超个体负载能力时，就会造成压迫感和紧张感，这会使公众高估新冠疫

情的严重性，同时也会使其非理性的判断自己的脆弱程度[66]。另一方面，海量信息所夹杂的

负面新闻和虚假新闻，会提升公众的不确定感[67]。即当公众无法辨别处理这些信息时，就会

感到自己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障碍[35-36]。此外，研究证实信息超载不仅会直接导致公众

的风险感知和障碍感知增高，还会通过这三个因素，间接导致网络疑病症的发生。一方面，

此项结果验证了以往的文献研究，即为了缓解信息超载所造成的消极情绪和不确定性，公众

需要花费过量的时间搜寻相关信息[18][42]。另一方面，此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健康危机

的背景下，公众会依赖于更多的信息渠道，来了解新冠病毒、确认疫苗的副作用和安全性[45-

46]。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本文所得结果显示，信息超载不会对我国民众的感知利益和自我效

能产生显著影响，同时这两个健康信念因素也不会在信息超载与网络疑病症的关系中起到

中介作用。这说明，基于我国在新冠肺炎防控工作上取得重大成果，政府部门已经取得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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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高度信任，同时针对新冠疫苗有效性的科普工作也达到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在政府

的大力宣传和号召下，我国民众对接种新冠疫苗的好处也有了较为清晰和准确的认知，所以

尽管人们与各种渠道的信息接触日益增加，也并未对公众的感知利益造成负面影响[12][21]。

相似地，在我国新冠疫苗的接种不仅免费、公平且相关服务完善，公众内心对政府的安全感

和信任感日益提升，所以信息过载并未对自我效能造成负面影响[68]。此外，自我效能与网络

疑病症之间形成的负面关系，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相符，即当公众对自己控制当下情况、

采取相应措施有足够的信心时，便不会沉浸于搜索相关信息[44]。网络疑病症会促使公众接种

新冠肺炎疫苗这一结果，也与此前相关研究结果一致[47]。 

研究结果显示，感知易感性、感知严重性和感知障碍会通过网络疑病症对最终的新冠疫

苗接种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这说明当下，对新冠病毒的恐惧、对感染新冠病毒的担忧和对自

身健康状况的重视仍然是公众在考量是否接种新冠疫苗时，极为关键的影响因素[69-70]。进一

步参照 Wu 等人的研究[71]和 González-Block 等人的研究[72]，除考虑患病风险外，公众更关

注疫苗的安全性，尤其是疫苗的副作用是公众考虑是否接种疫苗时最重要的衡量因素。总体

而言，信息超载虽然会导致网络疑病症的发生，但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所造成的影响极其有

限。这说明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我国政府取得的优异成绩不仅赢得了公众的信任，还促使公

民的责任感提高，疫苗接种公共机制的建立成功消解了信息超载带来的部分负面影响。 

模型验证的结果表明，在探讨信息超载与新冠疫苗接种意愿关系时，感知易感性，感知

严重性，感知障碍与网络疑病症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虽然信息超载对公众疫苗接种意愿的

影响并不显著，但在未来的健康传播中，仍需注意以下三点：1）鉴于感知易感性和感知严

重性起到的重要影响，信息的透明度、准确性和即时性至关重要。权威机构需关注虚假信息、

反接种信息和其他负面信息给公众造成的压力和恐慌，监管信息质量，引导公众全面理性地

认知新冠病毒的威胁性，从而为新冠疫苗的普及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2）鉴于信息过载会

对感知障碍产生直接影响，同时疫苗的效力和副作用仍然是公众最大的考量因素之一，所以

权威信源需要重视对新冠疫苗安全性的科普，相关数据需及时透明，并以事实为依据，为新

冠疫苗的普及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3）鉴于疫苗的可及性会影响公众的接种意愿，相

关机构需向公众明确疫苗接种的服务信息，同时在政府的支持下，持续提供免费、方便的疫

苗接种服务。一方面可以降低网络疑病症的发生，另一方面可以为新冠疫苗的普及构建良好

的公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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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目前我国良好的疫情防控效果、政府的持续动员、公民集体责任感的提升有

效消解了信息过载带来的不良影响。但是面对病毒变异和疫情反复，如何使公众对新冠病毒

和疫苗保持客观、正确的认知，仍是未来健康传播中不可忽视的难题。在学术意义方面，本

研究基于健康信念模型，引入信息过载作为前置影响因素，五个健康信念因素和网络疑病症

作为中介因子，探寻了信息超载如何影响我国公众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研究结果证实了健康

信念模型在预测我国公众疫苗接种意愿的适用性。在实践意义方面，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指

明了未来相关传播工作的重点，即监管信息质量、引导公众正确认知新冠病毒、明确疫苗可

及性和安全性。 

同时，本文存在以下三点局限性：1）在针对感知收益、自我效能和新冠疫苗接种意愿

的测量中，仅有两个题目通过信度分析，未来需注意对这一潜在变量的测量题目的设置；2）

本文的研究对象仅为使用网络获取信息的群体，未来可以扩大研究范围，或针对某一特殊群

体展开相关研究；3）本文未考虑人口特征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未来的研究中可根

据不同的人口特质进行分组，探寻模型中路径关系的不同。在全球健康危机的背景下，引导

用户搜索、思考、处理网络健康信息，尽量减小信息疫情带来的不良影响，对控制新冠疫情、

提高疫苗接种率至关重要，未来研究者可结合更多的方法，如内容分析、 质性访谈等细化

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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